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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集传》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及版本特征

冯伊恬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省广州市，510632；781085541@qq.com）

摘　要：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典范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文本随朱子学传入朝鲜
半岛后，也在朝鲜王朝《诗经》学史的长卷上书写了重要的篇章。结合历史文献，并以《韩国所藏中国汉籍
总目》中的《诗集传》相关版本为主要切入视角，能够梳理朱《传》在朝鲜半岛的历史流衍，并管窥朝鲜所
藏朱《传》的版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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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朱熹是南宋著名学者，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宏富。作为其诗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诗集传》在文学、
训诂、音韵、理学教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是《诗经》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诗集传》的研究已呈现多维度、宽视野的态势，研究成果蔚然可观。然而，相较于其他研
究面向，关于《诗集传》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尤其是在朝鲜半岛的流布方面关注总体较少，对朝鲜半
岛保存下来的《诗集传》的版本情况尚有一定的考察空间。

《诗集传》作为《诗经》宋学的权威代表，随朱子学东渐至朝鲜半岛后，在该地区的《诗经》学史上占
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学者们长期浸淫于对《诗集传》的尊崇与诠释中。因此，通过追溯《诗集传》在朝鲜
半岛的历史流传，梳理现存于韩国的《诗集传》及其相关著述的版本情况，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朱熹
《诗经》学在异域的传播与影响，同时也能为全面评估朱熹学术思想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地位与贡献提供更多
信息。

1. 《诗集传》初传高丽

南宋末年，《诗集传》文本就可能已流传至朝鲜半岛。时北方蒙元南侵，朱熹曾孙朱潜曾携家眷门人东
渡高丽避乱：

宁宗嘉定十七年甲申春，袖家谱携二男一女，与门人叶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应奎、杜行
秀、陶成河七学士浮海而东……舟泊锦城，乃家焉……至理宗淳佑三年癸卯，蒙主闻宋朝臣民多出东国，使
高丽一一押送上都，于是大索诸道。时公亦在索中，乃变名积德，子余变名余庆，而亡隐于绫城之考亭。时
高宗三十年癸卯，王上表请兑追索，蒙主不许，往复再三然后许之，公遂讳来处，自处以东人，而又“三别
抄”侵掠于海浦，移入龙潭朱茁川之上新安村，躬耕读书，接物宽仁，土民感而化之，号其里曰仁夫里，或
曰君子里，谓朱茁川曰朱子川，又蒙兵侵掠于完山……复隐于绫城之竹树夫里，及其卒，葬于锦城之南洛阳
山下 [1]。

不管是出于家族文化的传承还是自身修己立言的需要，朱潜及其门人在东渡时都会携带部分朱熹的著
作，《诗集传》或许就在其中。又因当时“蒙元的铁骑不但践踏了江南，而且也蹂躏了朝鲜半岛。以至于避
乱半岛的朱潜也不得不隐姓埋名，四处躲藏。”[2]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诗集传》文本出现在朝鲜半岛，也
至多以私人讲学的形式在民间、家族间代际传承，无法进一步拓开传播与影响。

而有史可证的首次将朱熹著作引入朝鲜半岛的是高丽末大儒安珦（字士蕴，号晦轩，1243-1306）。《晦
轩先生实纪·年谱》“十六年”条曰：“庚寅（1290），先生四十八岁。留燕京，手抄朱子书，摹写孔子朱子
真像。时朱子书未及盛行于世，先生始得见之，心自笃好，知为孔门正脉，收录其书，摹写孔朱真像而归，
自是讲究朱书，深致博约之功。”[3]此外，学者洪奭周在重刊序中也写道：“晦轩文成公之生，去朱夫子仅
四十余岁。方是时，女真、蒙古交兵于中国，丽氏之梯航不及于浙闽之间者百年。自王宫以下，家家奉浮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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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梵呗之声多于弦诵，学士大夫号为博极载籍者，亦未尝识朱子为何如人也。自文成公一入燕都，始手钞其
书以归，又购其图像，与孔氏俱奉于座右。又为文告太学诸生，使之一遵朱氏。然后，朱氏之学始稍稍行于
东方。至今谈经传者，非朱子之书不敢治，虽俗衰教弛，大儒不作，异端邪波之说犹不敢公行而无忌。”[3]
充分肯定了安珦在朱子学的传播中作出的历史贡献。

然而，关于安珦在元大都所抄录的“新刊朱子书”的具体内容，史料中均语焉不详。韩国学者崔英辰在
《高丽末期韩国对朱子学的吸收》中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武人乱之后高丽和中国的思想界动向，其中也只言
“安珦立元朝后，携朱子书与孔子、朱子真像转写归国 [4]”，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韩国学者接触到的相关材料
中并未明确安珦携带回国的朱子书的内容。至于部分作品中提及安珦手抄或购买《朱子大全集》、《朱子全
书》等说法，应是误将典籍中的“朱子书”与《朱子全书》等同所致。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知，《御
纂朱子全书》乃康熙五十二年（1713）圣祖仁皇帝御定，而《朱子大全集》这一名目则见于康熙戊辰年
（1688）蔡方炳、臧眉锡所刊《晦庵集》，“方炳书后，题曰《朱子大全集》，不知其名之所始。”[5]至于
安珦缘何手录而非直接购置书籍，或是“由于其时为元朝立朝之初，大都的图书刊刻刚刚起步，南方浙闽所
刊图书的流通因地域之限，在大都往往脱销 [6]”，或是出于个人偏好，在抄写过程中能进行主观筛选，杂录
所需各类内容。安珦于忠烈王十五年（1289）“闰十月壬子，从王如元”，“十六年三月丁未，从王还自元
”[3]，即留元时间约半年，手抄内容必然存在局限性，无法断言《诗集传》的相关文本是否在其所录之列。

忠烈王二十九年（1303），安珦又“送博士金文鼎于江南奉先圣及七十子像购祭器、乐器、六经、诸子
史、朱子新书以来。先生忧东方经籍不备，闻江南犹存宋室礼物，又多朱子新书，特送博士等于江南广购，
五月还。”[3]其时，自蒙古太宗八年（1236）将朱熹在内的六君子配祭元都燕京周子祠中，淳祐元年
（1241）宋理宗将理学定为南宋朝官方统治思想，朱熹思想的影响已历经半个多世纪沉淀与扩散。尽管元朝
官方直至皇庆二年（1312）始颁诏规定科举考试“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
氏为主。”[7]但任何社会思想或学术潮流的官方认可往往要建立在长期而缓慢的社会实践与学术积累之上。
因而可合理推测，在1303年这一时段，朱熹的《诗》学阐释已在学界士人群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任前
往江南购书的金文鼎带回的朱子新书中很可能有《诗集传》在内。

元延祐元年（1314），元仁宗又赐予高丽忠肃王“书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共计一万七千卷，皆宋秘阁
所藏 [8]”。《宋史·艺文志》是记载宋代官家藏书名目的史志总书目，其中中存目“朱熹《诗集传》二十
卷，《诗序辨》一卷 [9]”，说明《诗集传》在宋代已进入官方秘阁藏书中，那么元仁宗所赐宋秘阁万卷书中
也当包括《诗集传》。

综上观之，在元朝与高丽朝书籍交流互通的过程中，《诗集传》已存在初传朝鲜半岛的可能性。

2. 《诗集传》在朝鲜王朝的传播

《诗集传》最初是作为朱子学的一部分而传入高丽，真正在朝鲜半岛的各阶层传播并产生重要影响则是
朝鲜王朝时期，这与当时的传播语境密切相关。其一是朱子学的升格。高丽时期，官方认可和社会上流行的
《诗经》的注疏本仍是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李朝建立后，受元明官学的影响，且吸取高丽末年佛学乱
政的教训，定朱子学为官学，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传注在朝鲜官方经学教育体系的占据了核心位置，《诗集
传》也随之被奉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并借助科举的力量迅速影响全国，朱子《诗》学得以在李朝士人中
广泛传播。其二是谚文的创制与使用，为《诗集传》的传播新增了一大媒介。由于佛教在朝鲜朝前期的社会
各阶层中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统治者有必要打破语言文字方面的隔阂，向不识字的中下层阶级普及儒家思
想，“训民正音”应时而作，推动了朝鲜用本民族文字翻译中国著述的进程，也促进了《诗集传》在各阶层
中的传播。其三是印刷技术的发展与革新，活字印刷术13世纪传入朝鲜，而后朝鲜在此基础上开始使用泥活
字、木活字印书，并于14世纪创造性地发明了铜活字印书，还创造了铅活字、铁活字等。印刷文化的日益繁
荣为各类典籍的刊行出版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从相关历史来看，朱《传》主要通过官方与私人的两种书籍交流途径传播至朝鲜王朝。首先是官方层面
的传播，即朝鲜向中国奏请赐书、遣使臣购书以及中国帝王向朝鲜赐书。其中往往有《朱子全书》、《五经
大全》等涵盖了《诗集传》在内的大书，《诗集传》便作为这类浩繁卷帙中的一部分实现了东传。如1403年
（朝鲜太宗三年，明永乐元年），帝赐《朱子全书》；1419年（朝鲜世宗元年，明永乐十七年），帝应使臣
奏请，赐御制序新修《五经四书大全》；1426年（朝鲜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又应奏请而赐《五经四书
大全》；1451年（朝鲜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文宗王令出使明朝的使团在中国购买《朱文公集》等书；
1469年（朝鲜睿宗元年，明成化五年），明帝赐《五经大全》。1518年（朝鲜中宗十三年，明正德十三
年），“由金安国在北京购入的天顺本”[10]《朱子大全》被引入朝鲜半岛。又如1728年（英祖四年，雍正
六年），清雍正帝赐朝鲜冬至使内府书籍四种，其中的《诗经传说汇纂》与《诗集传》关系密切，虽意在指
摘《诗集传》之失而抑抵其地位，体例上还是以朱《传》列于各家解说之首，也可视作朱《传》传播历程中
的一种形式。单行本的《诗集传》同样在朝鲜半岛流传，如朝鲜王朝曾刊印《诗传》后进献明廷，15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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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宣祖八年，明万历三年）：“上问于校书馆：‘《资治通鉴》印出事何如？四书五经印出进上件，今几
何？’馆对曰：‘四书五经进上二十件内，《大学》、《春秋》、《礼记》已毕印，《论语》、《诗传》今方
印出，他书则刓张甚多，时方督刻矣。’”[11]161又如1604年（朝鲜宣祖三十七年，明万历三十二年）成均馆
牒呈于礼曹：“自祖宗朝，置尊经阁于泮中，多藏书籍，为士子藏修之所，甚盛意也。变后，书籍荡然无
存，他无措备藏置之路。忠清道：《诗传》、《四书》、《家礼》…………并皆新刊，自曹行文，各道各二
三件，印妆上送，藏于本馆，以为诸生讲阅之资事，入启施行。”[11]其次是私人传播，具体表现为中国士大
夫向朝鲜使臣赠书，属于文人学者之间的友好交往。据《燕行录》记载，1534 年（朝鲜中宗二十九年，明嘉
靖十三年），礼部郎中曾存仁曾“以公、穀两《春秋》及朱子《诗集》见遗。”[12] 此“朱子诗集”具体指
向当非《诗集传》①，但这段材料至少能够佐证在当时的私人交往中，大臣与使者们会以各种书籍作为交
换，既然《春秋》之公羊、榖梁二传在交换之列，《诗集传》作为有元以来的官方通行注本，未尝不会在可
见记载之外的人情往来、文化交流中传播至朝鲜半岛。

《诗集传》得以在朝鲜王朝在学术界保持长久的生命力，离不开朝鲜本土学者的研究与阐释。比如丽末
鲜初的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他是最早采用汉文阐释朱熹《诗集传》的学者，开启了诠释朱
熹《诗集传》之风潮，所著《五经浅见录》中的《诗浅见录》，秉持对《诗集传》绝对信任的态度，忠实地
接受了《诗集传》的解释。而得益于世宗朝“训民正音”的创立，李滉（字景浩，号退溪，1501-1570）最早
开始用朝鲜本土文字解《诗》，他的《诗释义》“不仅用朝鲜语、汉语音标注朱熹的音注和大全本的音注，
而且遵循了朱熹《诗集传》的注释，是最早用本国语阐释朱熹《诗集传》的译本。”[13]宣祖在位时期，对
儒家经典进行了译制，出现了《诗经》的谚文全译本，为其在民间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自然也推进了朱子
《诗集传》在中下层社会普及。此后还有丁若镛、尹鑴、朴世堂、成应海等诸多学者在朱子《诗》学的基础
上进行了扬弃，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朱《传》注入了新的学术活力。

3. 经筵活动中朝鲜君臣对《诗集传》的受容

经筵起源于我国汉唐时期，是一种讲经论史的御前讲习活动。此制度传入朝鲜半岛后，推动了儒学典籍
的传播。《诗集传》正是经筵活动中所使用的重要书籍之一，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主要观照，其中记载了
诸多君主御经筵、君臣共讲《诗集传》的记录，且皆以“诗传”为名，记录内容最为详细丰富的当属《孝宗
实录》。

朝鲜王朝君臣对《诗传》的阐释体现了朱熹《诗》学思想在朝鲜上层的受容情况，总体上反映出以下特
征：

其一，经筵有朝、昼、夕讲，此外时复夜对，《诗传》则主要在昼讲时习读，朝讲次之，夕讲再次之。
每次进讲的篇数不固定，而篇幅较长的诗往往分多次讲解，如《孝宗实录》中，《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分作4次讲；《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分作3次讲；《六月》六章，章八句，分作2次讲；《车攻》八章，
章四句，分作2次讲。若逢居丧，则会更换进讲书籍：“王尝讲《诗传》，而至是停《诗》讲《书》，以宅忧
也。”[11]

其二，朝鲜王朝君臣对《诗经》的理解大致尊朱，但并不完全循蹈朱子集注，也有相悖处。如《孝宗实
录》八年（1657）春正月二十二日条：“上御昼讲，讲《诗传》《蓼莪》章。上曰：‘诗本性情，故能令人感
发惩创，而至于《蓼莪》，尤令人感动处也。国有羞耻，而含忍度日，将何颜面立于斯世乎？’读《诗》至
此，不觉呜咽。”[11]朱子以为“人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而作此诗。”[14]朱子更多地是站在“诗人”本
位，从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的角度阐发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动机，体现了对儒家思想中的仁、孝等观念的重
视。孝宗则更多从统治者的立场，侧重将诗旨与国家的兴衰荣辱、君臣士人的责任感联系起来，从而强调面
对国家困境时应采取行动，政治教化意味更显浓厚。

其三，经筵中的经史研读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被详细记录下的《诗传》讲习片段中，君臣之间的问答
探讨不仅围绕《诗经》文义，更注重结合史事、时事进行延展，并着落于当下的国家治理和政治教化。比如
联系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形象事迹、政治故事，以史为鉴，达到警醒君主、教化臣子的目的。《诗传》中
蕴涵的“诗教”思想正契合了朝鲜王朝统治的需要，也正因如此，诗歌文学、审美层面的诠释在经筵《诗
传》诠释体系中彻底边缘化。宋时烈曾向统治者提议：“《风》则别无深奥之意，而《雅》、《颂》则多有
监戒处，愿留意。”[11]可见涉及历史、道德、政治等方面的警戒和教诲意义才是统治阶级所推重的。

4. 韩国所藏朱熹《诗集传》的版本考察

由韩国延世大学全寅初教授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汇总了韩国各大图书馆的现存汉籍目录，收录范围包括刊刻于中国而流传于韩国的中国典籍、刊刻于韩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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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以及中国典籍的韩国注本，是观照《诗集传》在韩国的流传与保存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
其中经部“诗”类共有435条目，除去信息不详的条目，在信息较为完整明确的著录中，数量较多的如表

1所示：

表1 《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诗”类所存高频书目

作者 书名 条目频次

朱熹（宋）集注，胡广（明）等奉敕纂修 《诗传大全》 191
朱熹（宋）集传 《诗经》 23

郑玄（汉）笺，孔颖达（唐）疏 《毛诗注疏》 16
王鸿绪（清）等奉勅纂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13
朱熹（宋）集注 《诗传》 12
朱熹（宋）集传 《诗传大文》 10
朱熹（宋）集传 《监本诗经》 8
朱熹（宋）集传 《诗》、《诗经正文》、《诗传正文》 3

郑玄（汉）笺，孔颖达（唐）疏，卢宣旬（清）校正 《附释音义毛诗注疏》 3

可见韩国历来存录的诗类文献中，朱熹及其著作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诗传大全》的数量之盛，尤
为显著。此书为明永乐朝官修《四书五经大全》中关于《诗经》的一部，是明代官学定本以及科考的标准参
考书目之一。据凡例所言，此书以朱熹《诗集传》为宗，以刘瑾《诗传通释》为底本，稍加损益，删去诸家
诗说中与朱《传》矛盾之处，并将朱子《语类》《文集》中与《诗经》有关的言论以及诸家诗说堪为朱
《传》补充者添入。这191条目《诗传大全》包含的版本众多，已知具体刊刻年份的有朝鲜王朝宣祖三十九年
（1606）、正祖十七年（1793）、正祖十八年（1794）、纯祖八年（1808）、纯祖二十年（1820）、纯祖二
十八年（1828）、哲宗九年（1858）、高宗七年（1870）等。作为与《诗集传》密切相关的典籍，《诗传大
全》自传入后得到了反复再版、多次刊印，始终是朝鲜半岛的主流出版物，对朱子《诗经》学思想在朝鲜半
岛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再选取部分信息较完整朱《传》相关条目，按照刊行时间排序，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朱熹《诗集传》相关条目信息概览

书名 版本类型 刊行地及刊行年度 册数及卷数

诗 木版本 正统十二年（1447） 20卷6册
步元诗经 木版本 明朝后期 6卷4册
诗传大文 甲寅字体训练都监字版本 光海君~仁祖年间 1卷1册（卷2缺）
诗经正文 写本 朝鲜后期 1册
监本诗经 木版本 文会堂 乾隆四十九年

（1784）
8卷4册

诗传 芸阁印书体字本 英祖年间 20卷4册
诗传 木版本 金陵文盛堂 嘉庆十五年

（1810）
8卷4册

诗经 木版本 金闾书业堂 嘉庆二十年
（1815）

8卷4册

诗经 石印本 同治十年（1871） 5卷4册
诗经集传 木版本 金陵书局 光绪七年（1881） 8卷5册
监本诗经 木版本 光绪十七年（1891） 8卷4册
诗经 石印本 上海天宝书局 民国七年

（1918）
8卷4册

监本诗经 石印本 京都文成堂 民国十年
（1921）

3卷4册

监本诗经 石印本 上海尚古山房 民国十八年
（1929）

8卷4册

诗经 石印本 上海扫叶山房 民国二十六年
（1937）

8卷4册



《学知》	2025	年	第	7	期

·	110	·

这些以朱熹集传为主要内容的诠释《诗经》的典籍名称各异，可见随着刊刻次数的增多，不同版本的问
世，《诗集传》的异称也相应增加。从明正统十二年（1447）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在近五个世纪的时
间里，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不同出版机构都对朱子集注本《诗经》进行了印刷刊行，并且这些书籍最终都在朝
鲜半岛留存至今，一方面是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朱《传》在朝鲜王朝的影响力之稳
固绵延，即使在朝鲜朝中后期朱《传》开始受到质疑，“尊朱学派依然受到王权的强力支持，并在诗经学界
占绝对优势，因为朱熹诗说仍然有助于维护政治统治和道德教化。”[13]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朝鲜肃
宗四十五年），使臣赵荣福“夕到凤凰城，寄宿于商贾夏姓人家。……有一姓明少年，自称秀才，能通经书
云，故余出行槖中《诗传》一册，使读之，则读一章，又令读注，则不肯，仍曰愿得此册。余曰：‘此是吾爱
玩之册，不可许也。’”[15]燕行途中依旧携带《诗传》，其珍存研读若此，《诗集传》直至朝鲜王朝末所受
到士人之重视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朱《传》类作品的诸多版本之中，写本相对较少，如内容仅一册的写本《诗经正
文》应当是按需求对朱《传》内容进行删减，私人抄录用以教学或研究，可视作精简本的《诗集传》。而以
石印为主的文本占据了较大部分，这是由于西方石印技术在晚清及近代传入中国后，以其印制快、质量高、
价格低的特点而逐渐占据了出版中的主流地位。再者，韩藏朱熹集传之作以8卷本为多。据学者考证，《诗集
传》完稿于淳熙十三年（1186），经朱熹及其弟子的反复校勘修订，曾多次改版刻印，随着朱子学的不断发
展，《诗集传》在历朝历代一再传刻，文本面貌也发生了各种变化：最初为二十卷本，元代出现了卷帙合并
后的十卷本，明嘉靖年间又出现了据二十卷本删改而成的八卷本，内容已有大幅变动。八卷本几乎取代了原
来的二十卷本而成为晚明及清代普遍使用的文本，对后世影响很大。且如前所述，《诗传大全》的颁行定尊
必然影响其后刊印的版本选择，导致其他版本系统的《诗集传》刊行数量的减少。而现存于韩国的朱《传》
也是以8卷4册本为主，与中国明清时期的通行版本情况基本保持了一致。较为特殊的是“甲寅字体训练都监
字版本”的《诗传大文》，“甲寅字”代表着朝鲜朝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最高水平，自创立至朝鲜末期一直是
官铸活字所用，而“训练都监字”是木活字的一种字模，这版《诗传大文》当是以新铸铜铸字“甲寅字”刊
行本为底本进行翻刻，改原字体为“训练都监字”，可见印刷术的革新丰富了《诗集传》的传播形态，进一
步展现出朱《传》文本进入朝鲜半岛后版本的多元性。

除表格中的信息明确的著述外，收录于韩国的还有其他中韩两国学人撰写的朱《传》相关衍生作，也具
有多样性。如10卷4册的写本《诗传讲经》、2册的写本《诗传讲谱》以及4卷4册的写本《诗传讲义》，虽作
者不详，但由书名可知其体例，当是对《诗传》按需进行删减后应用于私学或官学中教学实践的本子。又如
元许谦所作8卷4册的《诗集传名物钞》、明梁寅《诗演义》这类推衍、绍述朱《传》的学术著述，前者是对
《诗集传》中名物考证和解释进行增补之作，后者亦重在发明宋学，尊朱崇传。而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
对朱说多有反驳，元朱倬《诗经疑问》编纂体例较为独特，在绍述朱子之说外，也采用问答方式对《诗经》
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质疑朱《传》并有所新见。可见朝鲜半岛所受容的《诗》类作品中，虽以宗朱之说
为主流，也不乏新声异说。

5. 结语

高丽末，朱子学经由元朝传至朝鲜半岛。作为朱子学的一部分以及中华文化的载体，《诗集传》文本也
在此过程中传至东邻，并在李氏朝鲜时期成为官方学术，以权近、李滉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在《诗集传》的诠
释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韩国现存的诗类文献中，朱熹的《诗集传》文本数量甚夥，尤其是官方屡次重刊并颁行的《诗传大
全》，其显著地位彰明了朝鲜官方对《诗集传》正统性的高度认可。此外，还存在众多版本不一的朱《传》
相关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书名异称颇多，且包含非明清时期国内流行的八卷本形式，体现了其所存版本的多
元性。同时，部分基于《诗集传》的学术衍生之作亦流传至朝鲜半岛并得以保存，这些著述体例不一，在绍
述朱子学说之外颇有新见。

这些保存于海外的《诗集传》文本是《诗经》宋学影响域外的历史证明，也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与融汇
的生动写照，为国内《诗集传》版本研究提供了对照、补充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 据《中宗实录》二十九年（1534）四月二十四日条：上御思政殿，引见进贺使苏世让。……世让曰：
“……越翌日，乃三月初十日也。臣等往礼部告辞，郞中曾存仁曰：‘尚书因提督之言，闻宰相好作诗，欲见
之，幸勿惮相示。’臣强辞不示。序班曰：‘不在多，虽二三首，不可不示。’臣不得已以律诗二首，书送于郎
中，郎中即赍进于尙书。尚书方寝，未即见之，臣等退还于馆。未几，尚书使书吏送所着诗三封于臣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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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宰相所制，诗律甚好。吾所着，亦可见也。若如他使，则不可许也。早知如此，则待之宜厚，不可以凡
例，待之也。’其间褒辞甚多矣。曾郎中亦送《春秋》《公羊》《谷梁传》、《朱子诗集》。……”见《中宗
实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辑：《李朝实录》第十九册卷七十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39页。又
《中宗实录》三十七年（1542）五月一日条：传曰：“近来凡印出书册，多有颁赐，而独不及世子。圣经贤
传外，不可见杂书而如是乎？近来印出之册，如诗集可见者，则印入东宫何如？”政院回曰：“诗集，不关
于人君之学问，如魏郑公谏录，则关于治道。四书五经讲习余暇览之，则可以辅益君德。”《实录》中的“
诗集”并无指代《诗集传》的用法，且结合上下文语境涉及“作诗”这一行为，“诗集”当指朱子所作之
诗。见《中宗实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辑：《李朝实录》第二十册卷九十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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